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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以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试

验, 运用机器学习法识别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合

资企业外资股权占比在略高于 25%处集聚, 说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可能诱使企业

操纵股权占比; 是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而非外资股权占比促进了外资企业创新, 但主

要激励企业增加策略性创新, 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当外资来源为外国资

本、 合资对象为民营企业时,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策略性创新效应更为强烈; 外资

身份认定政策带来的税收优惠诱发外资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 以迎合政策的创新增

长目标;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创新存在逃离竞争效应, 显著促进了内资企

业实质性创新增长; 内外资企业创新策略差异说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存在创新策略

和创新主体上的双重目标漂移; “两税合并” 政策降低了企业的外资身份偏好, 消

除了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创新的扭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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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传统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越

来越难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 亟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企业是国家创

新的主体和微观基础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1] , 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中国企业创新却存在多而不强和 “低质低效” 等问题 (温

军和冯根福, 2012[2] ; 诸竹君等, 2020[3]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1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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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 中国创新指数位居全球第 12 名, 连续 9 年稳步提升, 但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创新优势主要体现为专利数量增长, 特别是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的增长, 美国则是在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企业巨头研发等方面牢牢占据优势地位。
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2021 年已

达到 2
 

263 亿元, 核心创新能力不足, 使得中国在产业链、 供应链上的 “痛点”
“卡点” 普遍存在, 严重制约了经济创新转型步伐。

为了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中国出台了大量创新激励政策 (韩超等, 2021) [4] ,
但实施效果却饱受争议。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认为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

一个在继承中实现自我突破的长期过程, 缺乏研发基础和经验积累的企业, 难以依

靠创新激励政策实现创新转型。 大量经验研究也表明, 众多国家和企业实施的创新

激励政策都走向了失败 (Lin
 

and
 

Chang, 2009) [5] , 部分国家甚至跌入 “技术追赶

陷阱” (黄先海和宋学印, 2017) [6] 。 自主创新存在的巨大风险和诸多困境, 使得

技术引进成了后发国家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外资企业通过将先进技术以新产

品和新工艺等的方式转移到东道国, 可在短期内提升东道国的创新水平, 因此发展

中国家往往争相出台各类倾斜性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企业投资 ( Huang, 2003) [7] ,
以期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技术追赶。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便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国企业投资, 希

望借助外资的力量在短期内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郑妍妍和李磊, 2020) [8] 。 1991 年

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外资企业

所得税法), 将合资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门槛条件限定为外资股权占比不低于

25%。 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 使得具有外资身份的合资企业 (以下简称外

资企业) 仅凭借外资身份便能轻易获取本土企业所不具备的市场竞争优势 (包

群等, 2020) [9] , 因此对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通过对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合资企业进行统计, 发现外资股权占比

在 25%右侧区间 [ 25%, 35%] 的企业数目高达 13
 

442 家, 而位于左侧区间

[15%, 25%] 的企业仅有 5
 

840 家, 前者数量是后者两倍之多, 这不仅说明合

资企业的外资股权占比分布严重失衡, 更证实了外资身份对合资企业存在特殊的

吸引力。 另外, 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还明确提出 “鼓励举办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

的外商投资企业” , 说明政府通过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十

分明确。 那么,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是否会导致策略性创

新问题? 对内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在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背景下,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可为相关政策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启示与

借鉴。
鉴于此, 本文基于外资股权占比不低于 25%的外资身份认定标准, 采用新近

发展的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方法 (Random
 

Forest), 通过比较在 25%外资股权占

比两侧分布的企业创新表现差异, 甄别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与已

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拓展外资领域研究视角, 已有文献多研

究外商投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借助准自然试验研究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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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的影响, 将外商投资领域的研究拓展到外资政策创新效应评估领域; 第

二, 采用前沿方法评估政策效应, 已有文献多使用参数方法考察外商投资金额和占

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难以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助随机森林方法的因果推

断策略, 可有效解决因果识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准确评估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创

新效应; 第三, 得出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 本文发现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创新效

应存在双重目标漂移, 该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创新效应的两面

性, 进而为外资引进和创新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指导。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外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热点话题。 传统 “双缺口” 模型为发展中国家

引进外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 Chenery
 

and
 

Strout, 1966) [10] , 后续的 “三缺

口” 模型则为发展中国家借助外资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 Anwar
 

and
 

Sun, 2014[11] ; 孙浦阳等, 2015[12] )。 虽然学界对外资创新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见解。 一方面, 外资企业通常具有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优势, 比

东道国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方慧等, 2021) [13] , 因此能够给东道国创新带来

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 Lin
 

and
 

Kwan, 2016) [14] , 毛其淋 (2019) [15] 基于中国数据

的研究以及 Crescenzi 等 (2015) [16] 基于英国数据的研究均得出类似结果; 另一方

面, 外资企业与国内同行业企业存在市场竞争效应, 而竞争加剧不仅会抑制国内企

业的研发活动 (Lu
 

et
 

al. , 2017) [17] , 还会引致外资企业实施技术封锁, 从而对国

内企业创新产生锁定效应 (王林辉等, 2022) [18] 。 以上研究表明外资对创新的影响

仍存争议, 且已有文献多基于外资投资数据展开, 基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研究有

待深入开展。
拥有外资身份的企业享有所得税减免优惠, 这使得内资企业难以与其进行公平

竞争, 但由于不同文献对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观点, 因此外资

身份认定政策能否为东道国带来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

效应来看,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能够促进外资企业创新。 首先, 与一般的投资活动相

比, 企业的创新活动是一个投资时间长、 不确定性大且失败率极高的投资活动

(杨国超和芮萌, 2020) [19] , 即使企业创新失败, 也可为其他企业创新提供有益的

信息, 因此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存在市场机制失灵问题,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降

低企业创新风险, 缓解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Cropper
 

and
 

Oates, 1992) [20] ,
从而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其次,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直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李真和李茂林, 2021a) [21] , 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 进而有助于企业通过内源渠道

为创新项目融资, 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水平 ( Bronzini
 

and
 

Iachini,
2014) [22] 。

从税收优惠政策的迎合效应来看,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 (杨国超和芮萌, 2020)。 首先,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旨在通过

税收优惠吸引外资企业,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创新能力提升, 然而优惠政策

24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0 期



却往往诱导大量企业实施政策寻求型投资行为, 并未真正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Rodrik, 2004) [23] ; 其次, 外资身份认定标准存在的 “一刀切” 门槛, 还给企业

操纵外资股权占比提供了巨大激励, 内资企业为了能够享受税收优惠, 会通过返程

投资方式获得外资身份, 并借助策略性创新 “伪装” 成高新技术外资企业, 从而

造成 “创新假象” 问题 (张杰等,
 

2016) [24] ; 最后, 企业如果长期依赖于政府的政

策支持, 还会失去技术进步的动力 (林洲钰等, 2013) [25] , 甚至出现政企合谋实施

策略性创新的问题。 众多研究也表明,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提升效应明

显大于实质性创新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李真和李茂林, 2021b[26] ), 这显然

与政府实施创新激励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据此, 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诱致外资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不仅影响外资企业创新, 还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内资企业创

新: 第一,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内资企业创新。 技术溢出

理论认为外商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 (唐宜红等, 2019) [27] , 一方面, 通

过示范效应激励东道国企业积极实施创新项目; 另一方面, 通过东道国企业的吸

收再创造, 提高东道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石大千和杨咏文, 2018) [28] 。 此外,
外商投资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形成内外资企业间的频繁互动和相

互学习与模仿 (苏丹妮等, 2020) [29] , 进而降低内资企业的创新风险和创新成

本, 提升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加快了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步

伐, 提高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和密度, 因此能够促进内资企业创新。 据此, 提

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内资企业创新。
第二,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竞争效应影响内资企业创新。 外商投资并非必然

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 Fracasso
 

and
 

Marzetti, 2014) [30] , 也可能存在竞争效应。
Aghion

 

等 (2021) [31] 认为竞争效应又可分为竞争挤出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 前者

抑制内资企业创新, 后者倒逼内资企业创新, 因此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可从两个方面

影响内资企业创新: 首先,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竞争挤出效应抑制内资企业创

新。 一方面, 外资企业涌入侵蚀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部分内资企业在默认市场

份额下降的事实之后, 往往会降低研发力度 (罗伟和葛顺奇, 2015) [32] , 导致创新

产出下降; 另一方面, 外资进入导致的竞争加剧还会降低创新的预期收益, 进而抑

制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邱立成等, 2017) [33] 。 其次,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逃离竞

争效应倒逼内资企业创新。 外资企业仅仅因为具有外资身份便享有倾斜性税收优惠

政策, 这使得内资企业无法与其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 因此不得不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 寄希望于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避开外资企业的直接市场竞争。 该类创新不是为

了迎合政府政策或寻求扶持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而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

的实质性创新, 因此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带来的逃离竞争效应有助于促进内资企业实

质性创新增长。 据此, 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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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3a: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竞争挤出效应抑制内资企业创新。
假说 3b: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逃离竞争效应倒逼内资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

二、 现状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 现状分析

1. 合资企业的股权分布特征

根据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本文将外资股权占比达到 25%及以上的合资企业定

义为外资企业, 其余的合资企业均定义为内资企业。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

的初步统计显示, 1998—2007 年间, 合资企业中具有外资身份的占据 38
 

556 个观

测值, 不具有外资身份的占据 12
 

890 个观测值。 图 1 的核密度图显示, 合资企业

的外资股权占比在略高于 25%和 50%处存在两个明显的波峰, 且 50%处的企业数

量小于 25%处的企业数量。 进一步, 将样本限定在外资股权占比为 [15%, 35%]
的企业, 合资企业的外资股权占比分布仍在略高于 25%处存在波峰。 核密度图还

显示, 25%右侧的合资企业分布概率显著高于左侧, 说明位于断点右侧的企业比左

侧更为密集, 合资企业更愿意将外资股权占比控制在 25%的门槛值之上。 为了争

夺企业控制权, 外资股权占比在 50%处出现波峰并不奇怪, 但在 25%处出现波峰

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正是由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中外资股权占比达到

25%的 “一刀切” 门槛, 为合资企业操纵外资占比提供了政策激励, 从而使得合

资企业大量分布在 25%断点的邻近区域。

图 1　 外资股权占比的核密度图

表 1 报告了分布在 25%断点两侧的合资企业的相对比例。 在外资股权占比区间

为 [15%, 35%] 的样本中, 断点右侧合资企业数量为左侧企业的 2 ~ 4 倍, 并呈

现出随时间递增的趋势。 将样本缩小为外资股权占比区间为 [20%, 30%] 时, 断

点两侧合资企业数量仍显示出类似特征。 上述结果说明正是由于合资企业对外资身

份的青睐, 使得断点两侧合资企业的股权占比分布出现明显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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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合资企业在 25%断点两侧的分布情况

年份 [15%, 25%] [25%, 35%] 右侧 / 左侧 [20%, 25%] [25%, 30%] 右侧 / 左侧

1998 1
 

180 2
 

477 2. 099 772 1
 

523 1. 973

1999 1
 

127 2
 

523 2. 239 763 1
 

573 2. 062

2000 1
 

108 2
 

876 2. 596 737 1
 

806 2. 450

2001 1
 

108 2
 

965 2. 676 787 1
 

923 2. 443

2002 1
 

189 3
 

245 2. 729 876 2
 

091 2. 387

2003 1
 

196 3
 

519 2. 942 915 2
 

299 2. 513

2004 1
 

781 6
 

287 3. 530 1
 

456 4
 

204 2. 887

2005 1
 

342 4
 

618 3. 441 1
 

050 3
 

056 2. 910

2006 1
 

410 4
 

894 3. 471 1
 

109 3
 

257 2. 937

2007 1
 

449 5
 

151 3. 555 1
 

156 4
 

651 4. 023

2. 合资企业的创新特征

表 2 报告了使用企业总资产作为权重的合资企业专利授权量的均值变化情况,
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特征差异。 合资企业各类专利授权量均值呈现出随时间

递增的趋势, 说明样本期内企业创新水平持续增长。 以外资股权占比是否达到

25%为标准区分内资外资企业可以发现: 首先, 不论是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

新, 外资企业均高于内资企业, 尤其是在专利授权总量方面, 外资企业表现突出;
其次, 外资企业的策略性创新数量远高于实质性创新数量, 说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

可能带来了策略性创新问题; 最后, 内资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在 2002 年之后有着显

著提升,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了 WTO, 以及 2002 年对 《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 的修订引发了外资自由化 (毛其淋, 2019), 外资企业数量因此

出现明显增长 (芈斐斐等, 2021) [34] , 从而倒逼内资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 以保持

市场竞争力。

表 2　 合资企业各类专利授权量

样本区间 变量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15%, 25%]

[25%, 35%]

专利总量 0. 095 0. 262 0. 054 0. 083 0. 112 0. 117 0. 218 0. 153 0. 216 0. 133

实用新型 0. 033 0. 012 0. 181 0. 068 0. 091 0. 057 0. 125 0. 077 0. 165 0. 109

外观设计 0. 080 0. 045 0. 177 0. 031 0. 019 0. 074 0. 122 0. 091 0. 122 0. 077

发明专利 0. 000 0. 000 0. 005 0. 000 0. 024 0. 027 0. 123 0. 114 0. 143 0. 016

专利总量 0. 107 0. 671 0. 173 0. 264 0. 422 0. 403 0. 342 0. 311 0. 410 0. 423

实用新型 0. 020 0. 064 0. 158 0. 132 0. 267 0. 255 0. 223 0. 195 0. 309 0. 293

外观设计 0. 063 0. 099 0. 097 0. 154 0. 158 0. 116 0. 077 0. 071 0. 139 0. 096

发明专利 0. 029 0. 028 0. 071 0. 014 0. 094 0. 134 0. 132 0. 150 0. 091 0. 173

(二) 研究设计

为了判断 25%外资股权占比这一断点两侧的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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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遵循 Wager 和 Athey (2018) [35] 的做法, 采用新近发展的机器学习法中的随机森

林方法进行因果识别。
相较于参数方法, 非参数方法能够依据协变量进行匹配, 从而较好地解决内生

性问题。 传统匹配方法的常见缺陷是容易受到匹配变量选择的干扰, 尤其是在匹配

变量个数增加时往往会导致估计误差的迅速扩大 ( Imbens
 

and
 

Rubin, 2015) [36] 。
随机森林方法与传统匹配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均使用 “附近” 观测值的加权

平均值进行预测, 但随机森林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训练时可以有概率地忽略样本中的

异常点, 同时能够通过机器学习过程对邻近观测值的权重进行合理赋值, 降低估计

结果对主观标准选择的依赖性 (包群等, 2020), 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受匹配变

量选择干扰的问题。 与断点回归方法相比, 随机森林方法通过事先匹配实现随机

性, 而断点回归方法则是先得到平均处理效应, 然后再通过检验分组变量以及协变

量在断点处的条件密度是否连续来保证随机性, 因此, 随机森林方法在有较多协变

量或协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表现突出。 随机森林方法的具体估计思

路为:
采用潜在结果模型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定义因果效应 (Imbens
 

and
 

Ru-
bin, 2015)。 考虑 n 组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X i, Yi, Wi) , i = 1, 2, …, n , 其

中, X i 为协变量构成的特征空间, Yi ∈ R 代表响应值, Wi 为处理变量。 潜在结果

Y(1)
i 代表个体 i 受到处理的结果值, Y(0)

i 代表个体 i 未接受处理的结果值, 定义在特

征空间 X i 处的条件平均处理效应函数为:
τ(x) = Ε[Y(1)

i - Y(0)
i | X i = x]

 

(1)
一般而言, 在进一步限制数据生成分布的情况下, 可得到对 τ(x) 的估计。 一

个标准做法是对数据集施加非混淆性假设, 即在特征空间 X i 下, 潜在结果变量 Yi ,
独立于处理变量 Wi :

{Yi
(1) , Yi

(0) } ⊥ Wi X i (2)
此时, 可将特征空间 X i 中近邻的观测值视为随机分布。 由非混淆性假设可以

得出:

τ(x) = Ε[Yi(
Wi

e(x)
-

1 - Wi

1 - e(x)
) X i = x]

 

(3)

其中, e(x) = Ε[Wi X i = x] 表示在 x 处接受处理的倾向 (概率)。 可利用机器

学习中的提升法 (Boosting) 和神经网络 ( Neural
 

Networks) 等算法有效地得到对

e(x) 的估计, 进而得到 τ(x) 的无偏估计量 (Westreich
 

et
 

al. , 2010) [37] 。 Wager 和
Athey (2018) 证明在正则条件下, 可以直接使用非混淆性假设 (2) 实现估计结

果的一致性, 而无需明确估计倾向 e(x) 。 具体做法为: 首先, 只观察独立样本

(X i, Yi) , 并建立 CART 回归树, 紧接着不断递归地分割特征空间, 直到将其划

分为包含 L 个叶节点的因果树, 每个叶节点只包含极少的训练样本。 然后, 给定一

个测试点 x , 通过识别包含 x 的叶节点 L(x) 来评估预测 μ^ (x) :

μ^ (x) = 1
{ i: X i ∈ L(x)} ∑

{ i: Xi∈L(x)}
Y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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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节点足够小的情形下, 可认为其中的潜在结果 Yi 的分布大致相同。 通过

估计每个叶节点上的均值, 再对两类均值求差即可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

τ^ (x) = 1
{ i: Wi = 1, X i ∈ L(x)} ∑ { i: Wi = 1, Xi∈L(x)}

Yi

- 1
{ i: Wi = 0, X i ∈ L(x)} ∑ { i: Wi = 0, Xi∈L(x)}

Yi (5)

在上述情况下, 估计的结果是一致的。 具体到本文, 以外资身份断点划分处理

组和对照组, 其中 Wi = 1 为处理组, 代表具有外资身份的企业; Wi = 0 为对照组,
代表不具有外资身份的企业。

(三) 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数据。 采用

Brandt 等 (2012) [38] 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处理: 删除总资产

或固定资产为负、 从业人数小于 8、 企业年龄为负、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等明显异

常的观测值。 然后将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 1998-
2007 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分析。 在进一步分析部分, 还使用 2008—2013 年

的工业企业数据研究 “两税合并” 政策的影响。
2. 变量定义

(1) 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我国专利法的定义以及已有文献的做法 (虞义华等,
2018[39] ; 诸竹君等, 2020), 使用专利授权量 (Pat) 衡量企业创新水平, 以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量 (App) 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 (Des) 衡量企业策略性创新, 以

发明专利授权量 ( Inv) 衡量企业实质性创新。 为了避免零值影响, 对四种专利数

据均加 1 之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2)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Size), 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度量; 企业年龄

(Age), 以企业当期年份减去开工年份取对数; 员工人数 (Worker), 以企业从业人

数的对数进行衡量; 净利润率 (Roa), 以利润总额减去应交所得税之后除以资产

总额的比值衡量; 流动性比率 ( Liquid), 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度量;
企业出口额 (Export), 以企业出口交货值加 1 之后取对数进行衡量; 企业资产负

债率 (Leverage), 以企业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 资本劳动比 ( lnk),
以企业实收资本与从业人数比值的对数衡量。 为了消除样本离群值的影响, 对所有

控制变量进行前后 1%缩尾处理。

三、 实证结果

(一) 随机森林估计结果

本文将外资股权占比位于 [15%, 35%] 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①, 由于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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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外资股权占比大于 0 且小于 50%的样本中, 外资股权占比为 [20%, 30%] 的企业数量占 44%, 外

资股权占比为 [15%, 35%] 的企业数量占 62%, 故使用后者作为实证样本更具代表性。



较大, 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会因增添过多的协变量而降低处理效应估计效果 (洪霓

和于冷, 2021) [40] , 因此本文仅控制年份、 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具体估计结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第 (1) — (3) 列显示, 外资企业专利授权总量、 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比内资企业高出 1. 3%、 0. 5%和 0. 7%, 第 (4)
列显示, 外资企业在实质性创新方面并不比内资企业具有优势, 上述结果说明外资

身份认定政策导致了外资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行为, 这显然与政策实施的初衷相违

背, 因此存在企业创新策略上的目标漂移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 与已有文献采用外

资占比来考察外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 本文将研究对象严格控制在 [15%,
35%] 这一外资身份认定门槛的邻近区域, 能够更为准确地识别外资身份认定政策

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表 3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1) Pat (2) App (3) Des (4) Inv

处理效应
0. 013∗∗∗ 0. 005∗∗ 0. 007∗∗ 0. 000

(0. 004) (0. 002) (0. 003) (0. 001)
样本数 51

 

446 51
 

446 51
 

446 51
 

446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代表
 

p<0. 05,∗∗∗代表
 

p<0. 01; 结果均控制了控制变量、 年份、 省份和行业固定
效应, 下表同。

图 2 以频率图的方式报告了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创新影响的随机森林

估计结果。 相对实质性创新,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处理效应

更加明显地偏向于 0 值右侧分布, 再次说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诱使外资企业实施策

略性创新, 由此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1。

图 2　 随机森林异质性处理效应结果

注: (a) — (d) 分别为以专利授权总量、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

权量为被解释变量的随机森林异质性处理效应频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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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多认为外商投资对企业创新存在重要影响, 本文基准分析结果则显示

了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企业策略性创新存在重要影响。 为了进一步证明外资身份认

定政策的重要性, 本文还直接考察了外资股权占比 ( foreign)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由于企业从研发投入到获得专利授权往往存在一定的时滞 (虞义华等, 2018), 且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外资股权占比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外资股权占比的

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 当外资股权占比在 [15%, 25%] 时, 外资股权占比对外资企业各

类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当外资股权占比在 [25%, 35%] 时, 外资股权占比对外

资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影响依旧不显著, 仅对实质性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 LM、
Wald

 

F 和 Harsen 检验结果均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是合适的。 上述结果意味着外资企

业开展策略性创新的诱因是外资身份认定政策, 而不是外资股权占比。

表 4　 外资股权占比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

面板 A [15%, 25%] 样本

变量 (1) Pat (2) App (3) Des (4) Inv

foreign 0. 032 0. 034 -0. 012 -0. 117
(0. 194) (0. 134) (0. 139) (0. 111)

样本数 5
 

259 5
 

259 5
 

259 5
 

259

R2 0. 061 0. 047 0. 035 0. 016

面板 B [25%, 35%] 样本

foreign 0. 067 0. 069 -0. 025 0. 067∗∗∗

(0. 076) (0. 050) (0. 058) (0. 024)
样本数 20

 

045 20
 

045 20
 

045 20
 

045

R2 0. 061 0. 042 0. 032 0. 019

注:∗∗∗代表
 

p<0. 01。

(二) 稳健性检验

第一, 缩小样本区间, 将企业样本区间缩小为外资股权占比在 [20%, 30%]
的合资企业, 并借助随机森林方法进行估计, 结果仍显示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仅能促

进外资企业策略性创新增长, 对实质性创新未产生显著影响, 与前文结论保持

一致①。
第二, 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企业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并再次进行随机森

林估计, 结果与前文一致。
第三,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样本为外资股权占比在 [15%, 35%] 的

合资企业, 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具有外资身份 ( for), 当外资股权占比大于等于

25%时, for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结果显示, 具有外资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

策略性创新, 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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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外资来源地与合资对象差异可能导致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

文根据外资来源将样本企业区分为港澳台资本合资企业与外国资本合资企业

(Huang
 

et
 

al. , 2013) [41] , 并根据合资对象将样本划分为与国有企业合资和与民营

企业合资的企业, 然后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处理效应。 结果

显示, 当外资来源为外国资本时,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影响

更大, 其衡量创新的各个代理指标的系数均显著高于外资来源地为港澳台的样本。
尽管国有身份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动态和政策的时效性 (包群等, 2020), 但外资

身份认定政策仅对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民营合资企业专

利授权总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均存在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存在严

重的融资约束问题, 更需要借助外资身份获取税收优惠。 需要强调的是, 即使是在

区分异质性的子样本中, 仍未能发现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存在显著

影响, 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仅提高了外资企业的策略性创新, 而非

实质性创新。

四、 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显示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诱使外资企业开展策略性创新, 特别是合资对

象为民营资本的外资企业。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提供的所得税优惠

诱使部分企业选择外资身份, 且此类企业还会为了迎合政府制定的创新目标而进行

“伪装” (杨国超和芮萌, 2020), 从而导致策略性创新产出增加。 也就是说, 企业

选择外资身份仅仅是为了获取税收优惠, 而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又使

得税收优惠政策带来了策略性创新问题 (张杰和郑文平, 2018) [42] 。 为了验证上述

影响机制, 本文借助随机森林方法分析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影

响, 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使用应交所得税 / 利润总额衡量。
表 5 第 (1) 列显示, 外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显著低于内资企业。 虽然合资

企业通过选择外资身份获得了税收优惠, 给企业带来了现金流增加和融资约束缓解

等好处 (杜威剑和李梦洁, 2016) [43] , 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 但也会导致策略性创

新问题。 一方面, 由于实质性创新风险较高且周期较长, 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后大多

不愿将其投入到实质性创新之中, 且对于缺乏创新基础的企业而言, 即使投入了资

金也未必能收获高质量创新; 另一方面, 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事前难以识别企业

的创新能力, 事后也无法评价创新质量, 因此企业多以策略性创新释放创新信号,
以迎合政府的创新目标和监管要求 (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即外资身份认定政

策对外资企业创新存在的迎合效应会导致策略性创新问题。
表 5 第 (2)、 (3) 列显示, 当外资来源为外国资本时, 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

率显著低于内资企业, 当外资来源为港澳台资本时, 处理效应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

于外国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技术密集型行业 (梁贺等, 2022) [44] , 更容易操纵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的数量, 以通过迎合政策的创新目标而争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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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优惠。 第 (4)、 (5) 列显示, 当合资对象为民营企业时, 外资企业所得税

率显著低于内资企业, 当合资对象为国有企业时, 处理效应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

国有企业具有低融资约束和政治关联等优势, 借助外资身份获取税收优惠的动机不

足, 而民营企业则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 (刘金科和肖翊阳, 2022) [45] , 需要借助

外资身份获取税收优惠, 以缓解市场竞争压力。 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 企业越容易

操纵创新数量, 或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诱

致的策略性创新问题越显著。

表 5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全样本 港澳台 外国资本 国有资本 民营资本

处理效应
　 -0. 005∗∗∗ 0. 000 -0. 008∗∗∗ 0. 007 -0. 004∗∗

(0. 002) (0. 002) (0. 002) (0. 005) (0. 002)
样本数 51

 

446 26
 

165 25
 

281 6
 

662 43
 

775

注:∗∗代表 p<0. 05,∗∗∗代表 p<0. 01。

如果外资身份认定政策的确是通过税收优惠机制诱致外资企业开展策略性创

新, 那么可以预见, 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后, 合资企业追逐外资身份的动力和

外资企业开展策略性创新的动机均将消失或减弱。 因此, 后文还进一步基于 “两

税合并” 事件进行了分析, 以对机制分析结论作进一步验证。
(二)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部分检验外资身份认定政策是否会对内资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外资身份认定

政策使得外资企业仅仅因为外资身份便可获取所得税优惠, 给内资企业带来了不公

平的市场竞争压力。 那么, 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能否倒逼内资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以

保证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 本文首先计算每一年份每一行业的外资企业数量占比,
然后根据外资企业数量占比的中位数, 将高于等于中位数的行业中的企业作为处理

组, 即 Wi = 1, 将低于中位数的行业中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即 Wi = 0。 然后, 删除

外资股权占比大于等于 25%的外资企业, 得到仅包含内资企业的样本, 借助随机

森林方法估计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 6 的结果显示, 不论是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 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

说明行业内外资企业数量占比越高, 内资企业创新越多, 且不同于外资身份认定政

策仅对外资企业策略性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实质性创

新也存在促进作用。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 上述结果的出现既可能是因为技术溢出效

应, 也可能是因为逃离竞争效应。 由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仅能带来外资企业的策略

性创新, 对实质性创新无显著影响, 因此难以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说明

研究假说 2 不成立。 进一步, 可以认为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存在的逃离竞争效应是促

进内资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的主要原因, 由此验证研究假说 3b。 值得指出的是,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外资企业创新策略的异质性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资身

份认定政策扭曲了创新资源配置, 存在创新主体方面的目标漂移问题, 且中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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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践也显示, 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引进政策并未有效实现创新增长目标, 外资企

业对核心技术的封锁依然十分普遍, 难以成为中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主体。

表 6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Pat App Des Inv

处理效应
0. 059∗∗∗ 0. 022∗∗∗ 0. 051∗∗∗ 0. 019∗∗∗

(0. 014) (0. 008) (0. 012) (0. 005)
样本数 21

 

514 21
 

514 21
 

514 21
 

514

注:∗∗∗代表 p<0. 01。

(三) 取消外资身份的影响: 基于 “两税合并” 事件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企业投资和发展的环境日臻完善, 中国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该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 (以下简称为 “两税合

并” 事件)。 本文预计, 由于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 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

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动机不复存在, 内资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的压力也随之减弱。 本

文采用 200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上述猜想进行验证①。
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 “两税合并” 事件影响的结果如表 7 所示。 面板 A

 

的

结果显示, “两税合并” 事件后, 外资企业不再具有相对于内资企业的策略性创新

优势, 再次说明外资企业选择外资身份的目的在于获取税收优惠, 且为了迎合政策

需要进行策略性创新, 一旦优惠政策取消, 外资企业开展策略性创新的动机也随之

消失。 面板 B 的结果显示, “两税合并” 事件后, 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也不具

有相对的实质性创新优势, 且实质性创新还出现了显著下滑。 这可能是因为 “两

税合并” 事件取消了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更为公平的市场

竞争环境, 内资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幅下降, 弱化了实质性创新的动力。

表 7　 “两税合并” 事件的影响

面板 A 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Pat App Des Inv

处理效应
-0. 001 -0. 000 -0. 010 0. 001
(0. 016) (0. 013) (0. 010) (0. 007)

样本数 18
 

254 18
 

254 18
 

254 18
 

254

面板 B 对内资企业的影响

处理效应
-0. 002 -0. 027 0. 065∗∗ -0. 046∗∗

(0. 045) (0. 037) (0. 029) (0. 019)
样本数 6

 

265 6
 

265 6
 

265 6
 

265

注:∗∗代表 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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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对 “两税合并” 事件后, 新成立合资企业的股权占比情况进行了统计。
图 3 汇报了外资股权占比大于等于 25%的合资企业数量与外资股权占比小于 25%
的合资企业数量之比, 作为对比, 将 2008 年之前合资企业的该项统计指标也纳入

到图 3 中。 可以发现, 不论是按照 [15%, 35%] 还是 [20%, 30%] 的外资股权

占比划定样本企业范围, “两税合并” 事件后成立的合资企业中, 外资股权大于等

于 25%的企业数量占比均显著下降, 说明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后, 合资企业追

求外资身份的动力大大下降。 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 寻求税收优惠是合资企业操纵

股权占比以满足外资身份认定标准的重要动机。

图 3　 合资企业股权分布变动情况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方法, 研究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及其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诱使企业操纵股权占比, 导致中国

工业企业外资股权占比分布严重失衡;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外资企业策略性创新存

在促进作用, 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上述影响在外资来源为外国资本、 合资

对象为民营资本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机制分析显示,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通过税收优

惠诱使外资企业开展策略性创新;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业创新存在逃离竞争

效应, 即倒逼内资企业通过实质性创新以避开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内外资企业

创新策略存在的巨大差异, 说明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出现了创新策略和创新主体上的

双重目标漂移; “两税合并” 政策实施后, 合资企业寻求外资身份的动机减弱, 且

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的策略性创新优势不再显著, 外资身份认定政策对内资企

业实质性创新的倒逼效应也随之消失。
本文结论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 全面审视偏向性政策的创新效应。 外资身份认

定政策对创新存在的双重目标漂移, 说明未来依旧实施偏向性政策, 还是全面转向

普惠性政策, 是关乎中国创新政策设计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技术创新逐渐接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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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背景下, 政府筛选甄别信息和选择激励对象面临巨大挑战, 此时实施普惠性

政策可通过增加竞争提高创新到达率。 第二, 针对企业发展特征实施异质产业政

策。 从中国国情来看, 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创新难题存在巨大差异, 需要异质激

励政策。 对国有企业而言, 创新难点在于激励相容政策的设计; 对民营企业而言,
创新激励的重点在于强化公共创新要素供给; 对外资企业而言, 创新激励的关键在

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构筑公平竞争的制度条件。 第三, 完善创新行为引导与

创新目标考核机制。 政府在实施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激励政策时, 应以创新质

量为导向, 明确考核指标体系, 逐步建立和完善创新行为引导和监督考核机制, 避

免政策寻求型的策略性创新行为, 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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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Status
 

Identification
 

Policy
 

an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Strategies
—Causal

 

Inference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YANG

 

Jun　 TIAN
 

Chenchen　 JIANG
 

Mobing　 XU
 

Xiao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ome
 

tax
 

law
 

on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s
 

a
 

quasi-natural
 

ex-
periment,

 

and
 

employs
 

th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foreign
 

status
 

identification
 

policy
 

(FSI
 

policy)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foreign
 

equity
 

in
 

joint
 

ventures
 

cluster
 

at
 

a
 

level
 

slightly
 

higher
 

than
 

25%,
 

indicating
 

a
 

tendency
 

of
 

enterprises
 

to
 

manipulate
 

the
 

proportion
 

of
 

equity
 

due
 

to
 

the
 

FSI
 

policy.
 

It
 

is
 

the
 

FSI
 

policy,
 

rat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equity,
 

that
 

boosts
 

innovation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he
 

incentive
 

effect
 

is
 

mainly
 

on
 

strategic
 

inno-
vation,

 

but
 

not
 

significant
 

on
 

substantive
 

innovation.
 

The
 

FSI
 

policy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strategic
 

innovation
 

when
 

the
 

source
 

of
 

investment
 

is
 

foreign
 

capital
 

(non-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capital)
 

and
 

the
 

partner
 

of
 

the
 

joint
 

venture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The
 

tax
 

incentives
 

brought
 

by
 

the
 

FSI
 

policy
 

promote
 

strategic
 

innovation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eet
 

the
 

innovation
 

growth
 

goals
 

of
 

the
 

policy.
 

The
 

FSI
 

policy
 

has
 

a
 

“escape
 

competition
 

effect”
 

on
 

innovation
 

of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and
 

significant-
ly

 

promotes
 

their
 

substantive
 

innovation.
 

The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dicates
 

that
 

the
 

dual
 

objectives
 

on
 

inno-
vation

 

strategies
 

and
 

subjects
 

of
 

the
 

FSI
 

policy
 

have
 

deviated.
 

The
 

policy
 

of
 

income
 

taxes
 

merger
 

reduces
 

enterprises􀆳
 

preference
 

for
 

foreign
 

status
 

and
 

eliminates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the
 

FSI
 

policy
 

on
 

innovation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Keywords:

  

Foreign
 

Status;
 

Enterprise
 

Innovation;
 

Random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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